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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使用教育层次结构将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文章利用 2005-2015年安徽各地市教育数据，

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发现：对全省而言，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都有着积极的

贡献，基础教育的贡献水平要高于高等教育；对皖江城市带而言，高等教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高于基础教育，其

他城市则与全省的情况相似。政策建议：安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加大高层次人才供给的同时，优化产业结构，为高

层次人才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减少高技能劳动力人才流失；另一方面，也应持续投入基础教育，提高基础教育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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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中把增长的源泉归结为劳动、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有“土地是财

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观点，强调劳动作为主要的投入要素的积极意义。到 20世纪 40年代，Schultz提出人力资本的理

念，指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
［1］
：Becker 深入研究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教育、培训和其他人力资本

投资过程
［2］。

Denison 通过使用计量分析的方法，估算出 1929-1957 年美国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高达 23%
［3］
。另一方

面，卢卡斯在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中，使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教育部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

结果
［4］
。人力资本在促进技术进步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价格低、供给充足的比较优势，吸引西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工

厂。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中，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5］
。随着经济不断增长和 1984年以来推行以“一孩政策”为主

的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现，蔡昉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以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锐减的“刘易斯拐点”，发端于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短缺

将逐渐蔓延到全国
［6］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经济增长需要从劳动力要素投入扩大，转向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

的知识、技能，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最主要方式，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促进作用。本文通

过将教育结构按教育层次分解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以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以期待丰富人力资本理论的内涵，为

经济增长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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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本文的文献基础主要集中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两个方

面：教育内部作用是个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产力（率）的作用
［4］

：教育的外溢作用较为复杂，包括提高本人及家庭成员的健康

水平、促进技术进步和新技术采用等多个方面。Krueger 和 Mikael 发现，对于教育水平低的国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正

的，但对教育水平高的国家，过度教育则抑制了经济增长
［7］
。Bassanini 等使用 1971-1998 年经合组织国家数据，以每工作年龄

个人 GDP为被解释变量，以成年人口受教育平均年数为解释变量，结论表明人力资本存量提高 1%引致人均 GDP增长达 0.57%
［8］
。

Liberto 发现地区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有 60%来自于南部，南部的教育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北

部地区
［9］
。 

国内学者方面，范先佐认为教育可以提高人口的质量，改变人口结构，减少人口的数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增长，

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10］

。蔡增正使用世界上 194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考察了教育在 1965-1990 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发现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而具实质性，具有正的外溢作用：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先弱

后强最后稍有降低的趋势
［11］

。李洪天计算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教育发展对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的贡献，得出了与发达国家

相比我国教育的经济效益尚存在明显差距，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日益增强的结论
［12］

。 

在不同教育层次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上，艾丽等以 1985-2006 年全国高等教育和人均经济增长率面板数据，发现高等教育

的经济影响在东中西不呈递增的趋势
［13］

。朱晓东等发现东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经济贡献率较高，均达到 0.9%以上，而西部较弱
［14］

。

王家庭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发现，我国教育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高等教育贡献率较大，中等教育也是

有一定的贡献
［15］

。 

对前人文献的梳理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已经较为系统。研究中仍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在对教育

的度量上，大部分文献均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指标，忽略了教育层次的内部差异，特别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区别。二

是在教育的贡献上，文献均侧重于研究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忽略了基础教育的重大意义。基础教育是为劳动者提供

基本的文化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我国教育发展实际出发，将教育结构区分

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别研究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础教育可以分为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和普通中学，而高等教育

主要为研究生、普通高校、成人高校等教育形式。三是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范围内，缺乏对于省域范围的研究。中国幅

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本文使用中部省份安徽作为研究对象，安徽地处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的中

游水平：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兼具持续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经济转型的两大重任，在经济发展上具有典型意义。在将教育

按层次结构分解后，本文使用安徽 2006-2015年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安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对经济增长均有着正面的贡献，

基础教育的贡献率更高。 

三、模型与指标建构 

（一）计量模型 

在模型的建构上，本文使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为基础。柯布道格拉斯模型中，主要投入变量为劳动 L、资本 K和技术 A，有： 

 

其中α、β分别为劳动和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上式中，我们引入教育因子 E，公式可改写为： 



 

由于教育结构可以区分为基础教育 P与高等教育 H，假定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复合的，即 E
δ
=P

ρ
H
σ
，可得： 

 

其中ρ、σ分别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上式取对数就可以求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对于经济发展

的贡献率，有： 

 

由上式，我们得出本文的计量模型： 

 

其中，a为城市，t为年份。Yit是城市的产出水平，Pit和 Hit分别表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ϵi是不可观测的城市个体效应，

εit是随机误差项。 

根据经济增长研究的相关文献，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些有利于提高模型解释力的控制变量 Conit，包括劳动力 L、固定资

本投入 K、产业结构 S、对外开放水平 F、技术进步 Te。 

（二）指标的建构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区域经济产出水平，以区域 GDP和人均 GDP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GDP和人均 GDP能够较好地反

映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 

核心被解释变量：基础教育 P和高等教育 H。基础教育使用年度小学毕业人数、年度中学毕业人数和年度中等学校毕业人数

之和相加得到。高等学校使用高等学校毕业人数。 

控制变量：①劳动力 L，使用年平均在岗人员数作为指标。②资本 K，使用固定资产投入作为指标。③对外开放程度 F，使

用实际使用外资额作为指标。④政府规模 Gov，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制定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也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本文中，使用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规模和经济活动强度的指标。⑤产业结构 Str，使用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安徽经济发展

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2015 年第二产业占比仅为 49.75%，工业化进程仍在持续。⑥技术进步 Te，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本文使用 GDP增长率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 

数据主要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2007-2016）》，数据缺失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2017）》补足。GDP、人均 GDP、



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均进行了平减。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对涉及价值形态的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数据描述性表格①

如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结果 

本文的数据为面板数据，（5）式为普通面板模型，估计方法主要有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在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后，发现

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数据为平稳的时间序列。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的结果显示，模型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随

机效应模型，数据较为适合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报告在下表中。第 I、II 列报告的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作为参照，

III、IV列报告了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先对模型的控制变量进行解释。在第 III 列以总产出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劳动力 L 的系数为 0.223 且高度显著，

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对与产出水平的提高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资本投入 K的系数为 0.0822 且高度显著，资本投入的增加有利于

总产出水平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F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外商直接投资（FDI）为地区经济增长带来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

验及其产出的溢出效应，对本地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符合经济理论也与中国对外开放多年的发展实践相符合的。

产业结构 Str上，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安徽处于工业化阶段，Str使用的第二产业占 GDP的比重为解释变量，工业化水平的提



升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规模变量 Gov 上，系数显著且为负，政府支出的提升对民间消费、投资有着显著

的挤出效应。技术进步 Te变量上，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表明技术水平并未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力，区域经济增长仍主要

依赖于要素投入的扩张。与这一点相对应的，资本投入 K、对外开放 F、技术水平 Te 系数均远低于劳动力 L 的系数，也表明区

域经济增长上，高度依赖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资本投入不足、新技术采用缓慢导致技术进步不足、外商投资意愿不高，均成

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在第 IV列以人均产出水平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中，劳动力、资本、对外贸易、政府规模的系数均不显著：

对人均产出水平有显著提升的是产业结构，也即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劳动力会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

劳动中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生产上，对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的贡献。 

在核心解释变量上。模型 III 中的高等教育 H 的系数为 0.121 且高度显著，高等教育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

用。基础教育的 P 的系数为 0.133 且高度显著。从系数的大小看，基础教育对总体产出水平的提高的贡献率要高于高等教育。

这与控制变量的系数的结果是高度一致的。区域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作为劳动力投入在重要部分的技能

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是符合预期的。由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和技术水平较低，高技能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低于与现有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匹配程度更高的低技能劳动力。模型 IV中，高等教育 H对人均产

出水平的贡献为正但不显著，高等教育能够提高人均产出水平但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并未显现出来。基础教育 P 的系数高度显

著且为正，表明基础教育水平对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贡献更大。 

 



由于城市的教育发展受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可能产生同时性偏差（simultaneity bias）导致模型估计结果不稳健。

在计量上，我们引入系统广义矩估计（表中为记为 SYSGMM）方法，使用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模型的工具变量，

结果报告在上表第 V、VI行。在引入较多工具变量的情形下，模型会产生过度识别的问题。Sargan test检验原假设是工具变量

有效，表中的汇报的结果表明系统 GMM 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有效。系统 GMM 模型估计的结果系数比固定效应模

型稍低，与 FE模型倾向于高估变量系数的计量经验是一致的。在模型 6中，高等教育 H的系数为正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高等教育在促进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分区域回归结果 

安徽省各区域城市间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历史条件、交通区位条件的巨大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本文按照国

务院 2010年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形成的区域经济体系，将城市分为皖江城市带和其他城市。皖江城市

带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滁州、池州、铜陵、宣城和六安市的金安区、舒城县。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本

文将六安市整体纳入皖江城市带，以 GDP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②报告在下表： 

 

由上表可知，对于皖江城市带而言，高等教育 H对与总产出的贡献率是高于基础教育 P的贡献率的，特别是在使用系统 GMM

方法估计时，高等教育 H的系数超过了基础教育 P的两倍。但对与非皖江城市带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固定效应模型中，

高等教育 H的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在系统 GMM模型中，高等教育 H系数显著，但仍低于基础教育 P的贡献率。 

五、结论 

由前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对于安徽省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而言，由于仍处在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不高，资本投

入有限，高度依赖劳动要素的扩张，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贡献，但基础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高。

具体到省内不同的区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对于皖江城市带而言，高等教育对总产出的贡献要高于基础教育；对于非

皖江城市带的城市而言，基础教育的经济贡献率更高。基于这个结论和安徽经济发展的现状，有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安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劳动力投入的扩张，高等教育的经济贡献率不足，应致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产业的技术

水平、为高技能人才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应大力建设技术研发机构，吸引本地区的人才就业，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高等教育为区域的经济增长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对于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科研研发机构等而言，高校毕业生

作为其主要的来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严重也成为制约安徽发展的重要因素。安徽临近长三角，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劳动力重要的

提供地，劳动力大量流失的同时，技能劳动力流失也十分严重。2006年，安徽外出务工人口达 1377.37万人，到 2015年为 1560.08

万，占全省人口的比例超过 20%，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失，特别是其中技能劳动力的流失。由表 4，中国科技大学的 2350 名毕业

生中仅 545人在安徽省就业，比重仅为 23.1%，合肥工业大学留省内就业仅为 33.27%，2/3的毕业生流失到省外。华东省份其他

地区 985高校，学校毕业生在学校所在地就业人数均在 50%左右，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本地就业比例更是分别高达到 78.5%、

85.7%。如何建立留住优质人才，也是安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修课。 

再者，对于皖江城市带而言，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应着力于建设一批优质的、有区域影响力的高校，进行产学

研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在承接长三角区域的产业转移的同时，发挥本地的高校专业优势，做好对接，为产业的长期发展

做基础。对于非皖江城市的城市而言，基础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高，应着力于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新兴现代产业体

系，提高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实现弯道超车。 

最后，由于基础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也应提高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全面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积

极提高高中入学率，健全中等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区域整体教育程度，培养心智健全的产业劳动者。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作进一步的区分和阐释，这也是作者进一步写作的方

向。 

注释 

①2011年安徽省对行政区划进行了重要调整，原地级市巢湖市被一份为三，庐江县划归合肥，无为、和县沈巷镇划归芜湖，

含山县、和县（不含沈巷镇）划归马鞍山市，在数据处理上，2011 年前的巢湖市经济数据按照各县 GDP 占地级市的比重，进行

划分，加到后并入的城市上；涉及人数的数据按照各县人口占比进行划分，加到后并入的城市上。沈巷镇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

均较小，不做处理不影响最终结果。 

②人均 GDP的回归结果显示系数与总产出类似，因篇幅所限未汇报，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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